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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渝新居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农户最需要、最长远的生计问题。比较集体搬迁户生计恢复力的前后变化和主体

差异,有助于识别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对于保障农户长远生计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重庆市江津区龙

华镇燕坝村为样区,基于燕坝场、白龙场、彭家山等3个巴渝新居点集体搬迁农户的调研数据,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

学习能力3个维度构建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按种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将农户划分为种植型农户、养殖型农户、

种养型农户和非农型农户,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恢复力水平进行评价,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解释结

构模型,识别影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差异的主要因素,进而探索农户生计恢复力提升的建设路径。得到以下

结果:1)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具有差异。搬迁前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从高到低分别为:种植型农户(0.166)、非农

型农户(0.161)、养殖型 农 户(0.139)和 种 养 型 农 户(0.106)。搬 迁 后 农 户 生 计 恢 复 力 水 平 从 高 到 低 为 种 养 型 农 户

(0.376)、养殖型农户(0.365)、种植型农户(0.311)和非农型农户(0.265);2)
 

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在搬迁后有不

同程度的提升。生计恢复力提升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种养型农户(0.270)、养殖型农户(0.226)、种植型农户(0.145)和

非农型农户(0.104);3)
 

影响非农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有家庭通讯费用、财务储蓄等非农业因子,影响其他类型

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有种植、养殖业产值以及人均旱地面积等农业因子。研究结果表明,集中居住有效提升了农

户生计恢复力,但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生计恢复力差异较大,应侧重从提高农户教育水平以及增加生计多样性入手,分类建

设农户长远生计保障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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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农村地区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采取集体搬迁措施,推进集中居住区建设。自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人居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农户集体搬迁后,在“拆旧复垦”“土地流转”等政策推动下,不同生计类型集体搬迁农户的自然资

本、金融资本等情况发生改变,新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对各类农户生计产生了不同影响[1]。不同生计类型集

体搬迁农户能否较好地融入当地、适应新环境,生计水平能否保持稳定,生计恢复力是否因集体搬迁而产生较大

波动,以及影响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因素都是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2]。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计恢复力作为可持续生计概念的一部分被提出[3],它是指社区或家庭应对环境变化

并从不利影响中恢复和转型的能力[4],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增强生计、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5-7]。国际

上关于生计恢复力的研究多以外界干扰为背景,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及政策调整等背景下的生计恢复力概念

框架、影响因素以及生计恢复力提升策略[8-10]。如 Marschke等人[11]对柬埔寨2个渔村的生计压力和冲击进行

分析,提出生计多样化是提升生计恢复力、抵御生计危机的有效策略。中国学者借鉴了这些关于生计恢复力的

研究,采用TOPSIS模型[12-13]、主成分分析[14-15]、回归分析[16-18]、障碍度模型[19-20]等方法对特定群体进行生计恢

复力评价和影响因素研究,研究对象主要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和生态脆弱区的贫困农户。随着区域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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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生计恢复力广泛应用于农村脱贫[21-23]、移民搬迁[24-26]、环境保护[27-29]等方面的研究。如丁金梅等人[30]运

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陕西省榆林市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并探讨了不同生态补偿对农户

生计的影响,发现物质补偿、资金补偿和政策补偿的交互作用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最为明显。孙晗霖等人[7]以退

出帮扶项目的脱贫户为研究对象,对各贫困地区可持续生计指数进行预测,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的关

键因素,认为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对脱贫户可持续生计影响程度最大。纪金雄等人[31]运用综合指数法

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福建省安溪县不同生计类型的茶农生计恢复力进行研究,发现在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

和学习能力3个属性维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吴孔森等人[18]将农户分为纯农户、农兼户、兼农户与非农

户共4种类型,应用障碍度模型对农户生计适应方式和适应模式进行探究,认为兼业型农户的适应力高于专营

型农户。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中国学者关于农户生计恢复力从内容、对象等方面展开了多角度的研

究,但较少将生计恢复力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集体搬迁户相结合,尤其缺乏对集体搬迁前后不同生计类型

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变化的研究。而笔者认为以恢复力思想探究不同生计类型集体搬迁户的生计变化,能较好地

帮助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在面对环境变化时维持和改善生计。
重庆市江津区巴渝新居建设以宅基地换房方式为搬迁农户提供集中居住房源。燕坝村是巴渝新居的综合

示范点,在对该地农户集体搬迁后生计恢复力的研究中,分析影响因素及建设生计恢复路径尤为重要。因此本

文选取燕坝村的燕坝场、白龙场、彭家山等3个巴渝新居点的集体搬迁农户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

户搬迁前后生计恢复力差异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找出主要影响因子,并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探讨这些影响因

子之间的作用机制,为提升不同生计类型集体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提出合理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燕坝村(东经106°07'13″~106°08'56″、北纬29°08'45″~29°08'44″)位于重庆市江津区龙华镇西南部,距江津

城区16
 

km。当地地形以低山丘陵兼河谷阶地平坝地形为主,南高北低,海拔184~255
 

m。当地气候为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全村总面积为1
 

470
 

hm2,立地条件较差,人多地少;随着土地整治、退耕还林、土地撂荒、产业结

构调整等措施的实施,当地可开发后备资源逐渐减少。

2010年燕坝村全域范围内推进巴渝新居建设,以宅基地换房方式,为燕坝村实施宅基地复垦、农业产业化流

转土地、地灾搬迁户和有购房意愿的农村居民提供集中居住房源,并依托入驻企业,采用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

式,重点打造优质柑橘、优质蔬菜、生态畜禽、特色水产等四大产业。2020年底搬迁工作结束,目前燕坝村巴渝新

居位置、搬迁居民点及现存居民点位置如图1所示。在实现集中居住后,当地农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等生计

资本发生改变,包括耕地流转、务农人数减少、家庭收入来源明显变化等等,其中绝大部分农户生计来源于非农

性收入。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包括燕坝村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和搬迁农户调研数据。其中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来

源于江津区规划与自然资源局;搬迁农户调研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燕坝村的实地调研,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

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获取数据。本次调查发出问卷550份,收回有效问卷525份,问卷有效率为95.45%。
调查内容涉及:1)

 

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年龄、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情况等;2)
 

农户生计资本情

况,包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3)
 

农户对环境的适应状况,包括对居住地建设满

意度和生活适应感知。

2.2 研究方法

2.2.1 搬迁农户类型划分

在巴渝新居搬迁前,研究区农户生计来源主要是种植业和养殖业;搬迁后,由于发展特色产业的新企业入

驻,当地农户生计来源也变得多样化,非农人口也相应增加。参考已有农户生计类型划分[15-18],根据搬迁农户种

养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搬迁农户进行分类,分为:种养型农户、养殖型农户、种植型农户和非农型农户。
农户类型划分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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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底图来源于重庆市标准地图服务网(http://www.cqmap.com/bzdt/foot.html),审图号:渝S(2021)

006号;乡镇村社边界线、居民点等数据来源于2018年江津区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库的行政区矢量数据和

居民点数据;DEM 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ASTER
 

GDEM
 

30M 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http://www.

gscloud.cn/sources/accessdata/310?pid=302)。

图1 研究区位置、巴渝新居点、搬迁居民点和现存居民点分布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Bayu
 

new
 

residence,
 

distribution
 

of
 

relocation
 

residences
 

and
 

existing
 

residences

表1 搬迁农户分类情况

Tab.1 Classification
 

of
 

relocated
 

farmers

农户类型 分类条件
样本数量/户

搬迁前 搬迁后

种植型农户 种植业收入比重不低于70%
 

87 70

养殖型农户 养殖业收入比重不低于70% 179 63

种养型农户 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比重不低于50% 84 52

非农型农户 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比重低于50% 175 340

合计 525 525

2.2.2 生计恢复力指标选取

借鉴已有研究[25,31-32]选取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标,结合当地生计环境和主要生计扰动力,从缓冲能力、自
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共3个维度建立适用于种植型、养殖型、种养型和非农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测度指标体系

(表2)。
缓冲能力是农户借用现有资源和权利抵御环境冲击从而维持现状的能力。缓冲能力越强,农户生计稳定性

越强,抵御生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自组织能力可以反映社会制度、农户社会网络等外界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调节能力,同时也能体现农户对环

境的适应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户在目前环境中利用所拥有资源和知识的能力,只有将这些

知识和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农户才能在当前环境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维持好生计。将表征适应能力的“居
住地建设满意度”“生活适应感知”纳入自组织能力中。自组织能力越强,对生计资本的调节能力越强,农户生计

恢复力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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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集体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标及权重

Tab.2 Indicators
 

and
 

weights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collectively
 

relocated
 

farmers

维度 指标及代码 指标描述 权重

缓冲能力

人均水田面积A1 农户人均水田面积(单位:hm2) 0.059

人均旱地面积A2 农户人均旱地面积(单位:hm2) 0.065

人均撂荒地面积A3 农户人均撂荒地面积(单位:hm2) 0.001

种植业情况A4 将农户种植的粮食、果蔬等按照市场价折算(单位:元) 0.099

畜禽养殖情况A5 将农户拥有的牲畜按市场价格折算(单位:元) 0.194

生产生活资料A6 拥有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耐用品总数(单位:个) 0.008

燃烧能源A7 天然气、沼气、电、煤气、柴火分别赋值1、0.8、0.6、0.4、0.2 0.242

人均住房面积A8 居民点面积与居住人数之比 0.026

房屋结构A9 砖混结构、砖石结构、砖木结构、土墙结构分别赋值1、0.75、0.5、0.25 0.014

圈养占地A10 农户用于圈养牲畜家禽的占地面积(单位:hm2) 0.152

财务储蓄A11 家庭财政收入结余(单位:元) 0.029

人均年收入A12 家庭年总收入与家庭总人口之比(单位:元) 0.065

家庭劳动能力A13
劳动力、半劳动力和非劳动力的数量乘以对应赋值后所得数值总和(考
虑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得出上述三者赋值依次为1、0.5、0)

0.013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A14 农户家庭非病残人口与家庭总人口的比值 0.002

依赖比A15 家庭无收入成员数量占家庭总人口数的比值 0.032

自组织能力

领导潜力B1 家庭成员中有无公务员或村干部,有赋值1、无赋值0 0.251

社会网络B2 能够获得帮助的渠道数(单位:个) 0.022

家庭通讯费用B3 当年用于通讯和网络费用的总额(单位:元) 0.022

政府扶持度B4
当年累计获得政府补贴总额(包括农资综合补贴、农业保险、母猪补贴、

退耕还林补贴、贫困补贴、独生子女补贴等)(单位:元)
0.190

农资综合补贴B5 当年获得农资综合补贴的总额(单位:元) 0.395

社会保障度B6
由对养老、医保等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满意度表征,非常满意、比较满意、

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分别赋值1、0.75、0.5、0.25、0
0.064

居住地建设满意度B7
对服务设施、种养、交通、教育、医疗等条件的满意程度,很满意、较满

意、一般、较不满意、不满意分别赋值1、0.75、0.5、0.25、0
0.013

生活适应感知B8
农户自身对生活适应程度的感知,很适应、较适应、一般、较不适应、不
适应分别赋值1、0.75、0.5、0.25、0

0.044

学习能力

教育文化水平C1
农户平均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高中或中专、初中、小学、文盲分别

赋值1、0.75、0.5、0.25、0
0.027

在校生状况C2 有在校生赋值1,无在校生赋值0 0.245

家庭教育投入C3 教育投入金额占家庭总支出的比值 0.335

技术培训C4 家庭成员每年参加技术培训的次数总和(单位:次) 0.047

职业技能总数C5 家庭成员所具有的职业技能总数(单位:项) 0.067

信息获取能力C6 获取信息的渠道数(单位:个) 0.053

在外务工情况C7 有在外务工赋值2,无在外务工赋值1 0.091

保险多样性C8 购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大病保险等保险种类数(单位:种) 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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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能力是农户本身能获得、创造知识的能力。学习能力越强,面对内外冲击时的反应速度越快、抵御风险

对策越多,生计被破坏后重建的能力越强。

2.2.3 生计恢复力测算

1)
 

数据标准化与指标权重计算。利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原始数据不同量

纲和数量级的影响;采用熵值客观赋权法确定农户生计恢复力测度指标权重。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测度指标描

述及权重如表2所示。

2)
 

综合指数法。采用综合指数法测算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Ri=Bi+Si+Li,Bi=Wkb∑
15

j=1
ωjX' ij,Si=Wks∑

23

j=16
ωjX' ij,Li=Wkl∑

32

j=24
ωjX' ij。

式中:Bi、Si、Li 分别表示第i个样本搬迁农户的缓冲能力指数、自组织能力指数和学习能力指数;Ri 表示搬迁

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X' ij
表示第i个样本搬迁农户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ωj 表示第j项指标权重;Wk 表示维

度层权重,采用等权重,其中Bi 的权重记为Wkb,Si 的权重记为Wks,Li 的权重记为Wkl。

2.2.4 灰色关联分析法

将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与评价指标之间的关系视为灰色联系[33],计算灰色关联系数,辨识影响搬迁农户生

计恢复力的关键因素,将各维度层灰色关联度前3的指标作为主要关联因子[34]。

1)
 

求各指标序列的初值像:

X' ij=Yij/Yi1,

式中:Yij 代表第i个评价对象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Yi1 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第1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2)
 

计算第i个评价指标与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的灰色关联系数δi:

δi=
1
n∑

n

j=1

min
i
min
j

X' oj -X' ij +μmax
i

 
max
j

X' ojX' ij
X' oj -X' ij +μmax

i
max

j
X' oj -X' ij

,

式中:i=0时,xij 表示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否则为评价指标原始值,采用均值法进行计算,分辨系数μ=0.5。

2.2.5 解释结构模型

为了研究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因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利用解释结构模型将主要关联因子进行分层,以
识别生计恢复力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

1)
 

建立邻接矩阵A。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确定影响因素合集S={Fi|i=1,2,…,m},根据影响因素特点

确定各因子之间的“是否直接影响”二元关系。当超过67%的专家认为某一因素对另一因素有直接影响时,视为

直接作用,在矩阵中Fi 对Fj 标记为1;无直接作用标记为0。

2)
 

计算可达矩阵M,进行层次化处理:
(A+I)≠(A+I)2≠…≠(A+I)r=(A+I)r+1=M,

式中:A 为邻接矩阵,I为单位矩阵,r为运算次数。从可达矩阵M 可得到“可达集R(Fi)”“先行集A(Fi)”与共

同集“I(Fi)=R(Fi)∩A(Fi)”,级间划分和具体的迭代过程根据上式生成,从而得到解释结构模型:

Li={Fj Fj∈S-L0-L1-…-LI-1,R(Fi)=I(Fi)},

其中:i=1,2,…,l;l≤n;l0≠∅。

3 结果与分析

3.1 搬迁农生计恢复力差异

根据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计算结果(图2),农户搬迁前生计恢复力区间为0.034~0.454,均值为0.148;搬
迁后生计恢复力区间为0.120~0.535,均值为0.274,搬迁农户整体生计恢复力水平有较大提升。说明搬迁后

农户能适应当地生活,生计恢复力有明显提升。
由图3可知,种植型农户搬迁前生计恢复力均值为0.166,搬迁后增长至0.311。其中增长最明显的是缓冲

能力,增长了0.076;其次是学习能力,增长了0.036;增长最少的是自组织能力,仅增长了0.034。搬迁前种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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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自然资源较丰富,人均水田、旱地面积分别为0.050、0.041
 

hm2;在搬迁后,由于耕作半径增大,耕作成本增

加,加之外出务工收入远超过农业经营效益,不少搬迁农户选择外出务工,有外出务工的种植型农户比例由60%
增长到90%。同时农户的社会保障度、生活适应感知以及信息获取能力等相应提高。

图2 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分布箱形图

Fig.2 Box
 

map
 

of
 

the
 

distribution
 

of
 

relocated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levels

a 缓冲能力

b 自组织能力 c 学习能力

图3 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标得分

Fig.3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icator
 

scores
 

for
 

each
 

type
 

of
 

farmer

养殖型农户搬迁前生计恢复力均值为0.139,搬迁后增长至0.365。其中缓冲能力增长最明显,增长了

0.128;其次是自组织能力,增长了0.059;增长最少的是学习能力,仅增长了0.039。养殖型农户原本自然资本

较少,人均水田面积只有0.032
 

hm2,获得的农资综合补贴也较少,户均1
 

367.5元。但集中居住后政府重视发

展特色产业,提供技术培训机会,多方面扶持产业发展,养殖户户均获得政府补贴4
 

946.7元。养殖业产值、社会

网络、家庭通讯费用、技术培训机会均得到增加。
种养型农户搬迁前生计恢复力均值为0.106,搬迁后增长至0.376。其中增长最明显的是自组织能力,增长

了0.120;缓冲能力次之,增长了0.118;增长最少的是学习能力,仅增长了0.033。搬迁前种养型农户经营规模

不大,而搬迁后政府加大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加之土地复垦、土地整治等项目推进,农业产业发展较好。
非农型农户搬迁前生计恢复力均值为0.161,搬迁后增长至0.265。其中增长最明显的是缓冲能力,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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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其次是自组织能力,增长了0.022;学习能力不但没有增长反而还降低了0.002。由于非农型农户的生计

来源主要是非农性收入,不依靠土地资源谋生,集体搬迁后集中居住对他们影响不大,且搬迁带来的影响如燃烧

能源、房屋资本等增加对他们同样有效,所以搬迁后非农型农户生计恢复力不高。

3.2 生计恢复力分异影响因素

利用灰色关联度得出各指标与生计恢复力之间的关联度,并按照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进而得到各指标对生

计恢复力的影响程度。由表3可知,搬迁前财务储蓄(A11)、政府扶持度(B4)、农资综合补贴(B5)、家庭教育投

入(C3)和保险多样性(C8)是影响各生计类型农户的共同因子。搬迁后居住地建设满意度(B7)是影响农户的共

同因子,说明收入较低、依靠政府补贴,对家庭教育投入较低是农户的普遍特征,且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影响

农户搬迁后生计恢复力水平的重要因素。表明要提高搬迁农户整体的生计恢复力,应增加政府补贴,提高农户

家庭教育投入,加强他们的环境适应能力。

表3 集体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各维度指标关联度

Tab.3 Correlation
 

degrees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the
 

resilience
 

of
 

collectively
 

relocated
 

farmers’
 

livelihoods

农户类型 时期 关联度
缓冲能力 自组织能力 学习能力

1 2 3 1 2 3 1 2 3

种植型

搬迁前

搬迁后

指标代码 A2 A11 A8 B5 B4 B6 C3 C8 C4

数值 0.829 0.808 0.788 0.788 0.775 0.774 0.784 0.784 0.745

指标代码 A6 A11 A15 B7 B5 B2 C5 C2 C1

数值 0.801 0.739 0.728 0.752 0.696 0.680 0.727 0.718 0.712

养殖型

搬迁前

搬迁后

指标代码 A8 A11 A2 B4 B5 B1 C3 C8 C6

数值 0.841 0.834 0.830 0.793 0.788 0.774 0.813 0.807 0.742

指标代码 A6 A11 A15 B3 B7 B4 C2 C5 C1

数值 0.877 0.822 0.802 0.835 0.822 0.695 0.777 0.746 0.704

种养型

搬迁前

搬迁后

指标代码 A9 A2 A11 B6 B4 B5 C8 C3 C6

数值 0.852 0.849 0.826 0.822 0.777 0.763 0.820 0.802 0.729

指标代码 A4 A8 A6 B7 B8 B5 C6 C5 C4

数值 0.881 0.827 0.727 1.000 0.816 0.640 0.816 0.810 0.590

非农型

搬迁前

搬迁后

指标代码 A11 A8 A12 B4 B5 B1 C3 C8 C5

数值 0.810 0.805 0.790 0.784 0.763 0.737 0.821 0.749 0.722

指标代码 A11 A6 A15 B3 B7 B5 C4 C2 C3

数值 0.789 0.749 0.747 0.802 0.751 0.741 0.776 0.749 0.698

从缓冲能力来看,搬迁前影响农户生计恢复力主要因子为人均旱地面积(A2)和财务储蓄(A11),不同生计

类型农户间各因子关联程度不同,但具有较强的趋同性。其中财务储蓄对每种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关联程度都

比较大,是因为财务储蓄是抵御外部干扰和维持生计水平的最有效的金融资本之一,财务储蓄越高,农户的缓冲

能力越强。人均旱地面积对种植型、养殖型、种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关联程度较大,主要是因为种植型、养殖型、
种养型农户对在旱地上作业依赖性较大,调研显示,种植型、养殖型和种养型农户中人均旱地面积分别为0.041、

0.029和0.033
 

hm2,远大于非农型农户0.005
 

hm2 的人均旱地面积。非农型农户由于生计重心从农业生产转

移,旱地面积对生计恢复力的关联影响较小。搬迁后财务储蓄仍是影响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关联因子,除此

之外农户生计恢复力主要关联因子还有生产生活资料和依赖比,其中生产生活资料对每种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

关联程度都比较大,原因是农户搬迁后,农业性生产工具大幅减少,而生活耐用品(电视、空调、洗衣机等)增加,
生活耐用品是重要物质资本,在特殊时期可以变现为金融资本以增强缓冲能力。搬迁前老人和小孩等非劳动力

即使不能承担起家庭重任,但在需要时,可以转化成一定的劳动力,但是搬迁后由于距离田地较远以及集中居住

后人们更容易在村镇从事非农性工作,非劳动力就难以转化为劳动力为家庭分担压力,所以依赖比对生计恢复

09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s://cqnuj.cqnu.edu.cn           第40卷



力的关联度有所提升。
从自组织能力来看,搬迁前所有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关联度排名前三都有政府扶持度(B4)和农资综合补贴

(B5)。对于农户来说,政府扶持度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户的种植和养殖起到导向作用,直接影响农户对于种养

的选择,从而影响自组织能力。搬迁后农资综合补贴仍是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子,此外居住地建设满

意度(B7)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关联程度有所提升,农户搬迁后生计来源里非农性收入比例增大,对新环境的满

意程度成为影响生计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调研数据,居住地满意度为不满意、较不满意、一般和较满意的农户

生计恢复力均值分别为0.257、0.263、0.282和0.303,整体来看居住地满意度越高,生计恢复力越高。
从学习能力来看,搬迁前所有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关联度排名前三都有家庭教育投入(C3)和保险多样性

(C8),各类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关联因子表现出趋同特征,家庭教育投入影响着农户面对各种问题时的选择,保险

多样性表征农户家庭成员对生计风险的认知程度。信息获取能力(C6)对养殖型农户和种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

关联程度较大,根据实地调研,养殖型农户和种养型农户对信息获取能力要求较高,需要关注天气、饲料、传染

病、农业政策等多方面的信息。搬迁后农户生计恢复力主要影响因子为在校生状况(C2)和职业技能总数(C5),
其中职业技能总数对种植型、养殖型、种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关联程度较大,对非农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关联程度

较低,这是因为非农型农户在从事生产中以某种专门技能为主,而种植型、养殖型、种养型农户在农业作业之余

也从事其他工作补贴家用,种植型、养殖型、种养型和非农型农户职业技能总数均值分别为2.467、2.500、2.569
和2.238。

3.3 生计恢复力建设路径

将上述搬迁前后23个主要关联因子(Fi)建立合集,其中F1~F23 分别为人均旱地面积、种植业总产值、生
产生活资料、人均住房面积、住房结构、财务储蓄、人均年收入、依赖比、领导潜力、社会网络、家庭通讯费用、政府

扶持度、农资综合补贴、社会保障度、居住地建设满意度、生活适应感知、文化教育水平、在校生状况、教育投入、
技术培训、职业技能数、信息获取能力和保险多样性。利用解释结构模型将以上23个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主要

关联因子分成了7个层级(图4)。将这7个层级分为3组:直接因素组是第1层,间接因素组包括第2层至第6
层,深层因素组是第7层。

图4 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因素层级关系

Fig.4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直接因素被间接因素影响从而直接影响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直接因素包括教育投入、人均住房面积、社会

网络等。当搬迁农户家庭遭遇生计风险时,这些因素能直接影响生计恢复力而抵御生计风险。深层因素通过影

响间接因素再影响直接因素来影响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在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中,深层因素表现为在校生状

况和文化教育水平。深层因素虽然不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却是对生计恢复力产生根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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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间接因素既受深层因素影响又影响直接因素,包括居住地建设满意度、财务储蓄、政府扶持度、人均旱地

面积等。根据对结构模型结果的解释,可按以下思路来提升集体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
由图4可知,文化教育水平是影响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深层因素,农户家庭应重视家庭文化教育。农户

教育文化水平越高,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越强,通过提高文化教育水平能增强信息获取能力、增加人均年收入、财
务储蓄等,并能间接增强社会网络、保险多样性等直接因素。农户需重视文化教育,确保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同
时利用互联网等强化学习意识、培养学习兴趣,以提高学习能力。

集体搬迁集中居住后,居住地建设满意度与农户生计恢复力关联程度提升,并且对农户生活适应感知及农

户生活生产资料具有直接影响,因此应加强集中居住点基础服务设施,从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增强农

户居住地建设满意度,提高农户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促进农户生计发展内生动力。同时还需加大对农业产业的

政府扶持度,提高农资综合补贴,推动农业生产技术革新。大力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可以增加农户就业机会,降
低抚养比。大力推动土地流转,加强土地整治;促进水田水利设施,并加强区域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

作业环境,以提高农户生计自组织能力。在农业生产技术和信息获取方面,还需建设专门的农业生产技术及政

策信息收集和发布平台,促进农户对农业生产技术信息的获取,提高农户关于政府对农业政策信息发布敏感度;
聘请农业专业人员,组建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小组,增强农户农业技能,以提高农户的学习能力。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
 

集中居住有效提升了农户生计恢复力,且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具有差异。搬迁前农户生计恢复

力区间为0.034~0.454,均值为0.148,生计恢复力水平从高到低为种植型农户(0.166)、非农型农户(0.161)、
养殖型农户(0.139)和种养型农户(0.106);搬迁后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呈现不同程度的提升,生计恢

复力提升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种养型农户(0.270)、养殖型农户(0.226)、种植型农户(0.145)和非农型农户

(0.104)。搬迁后的农户生计恢复力区间为0.120~0.535,均值为0.274,生计恢复力水平从高到低为种养型农

户(0.376)、养殖型农户(0.365)、种植型农户(0.311)和非农型农户(0.265)。

2)
 

影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影响因子具有趋同性和差异性。影响各生计类型农户的共同因子有财务储蓄

(A11)、政府扶持度(B4)、家庭教育投入(C3)和居住地建设满意度(B7)等,影响非农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

子有居住地建设满意度、财务储蓄等非农业因子,而影响其他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有政府扶持度、农
资综合补贴以及人均旱地面积等农业因子。

3)
 

结合影响农户搬迁前后的主要因子和生计恢复力影响因子层级关系,应加强集中居住地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农业产业的政府扶持度、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改善农户生计发展的条件。同时农户生计发展不仅依靠环

境的支撑和政府的扶持,更需注重农户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文化教育水平是影响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深层

因素,农户应重视家庭文化教育,提高自身学习能力,以增强生计恢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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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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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Process
 

and
 

Environment
 

Remote
 

Sensing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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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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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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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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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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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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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The
 

mission
 

of
 

Bayu
 

new
 

residence’s
 

construction
 

is
 

to
 

make
 

farmers
 

live
 

in
 

new
 

residences
 

and
 

start
 

a
 

new
 

life
 

to
 

solve
 

the
 

most
 

needed
 

and
 

long-term
 

livelihood
 

problems
 

of
 

farmers.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ayu
 

new
 

residence,
 

to
 

reveal
 

the
 

before
 

and
 

after
 

changes
 

and
 

the
 

main
 

differences
 

in
 

the
 

collectively
 

relocated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is
 

helpful
 

to
 

identify
 

the
 

obstacle
 

factors
 

of
 

the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farmers’
 

long-term
 

livelihood.
 

Taking
 

Yanba
 

Village
 

of
 

Longhua
 

Town,
 

Jiangjin
 

District,
 

Chongqing
 

as
 

a
 

sample
 

area,
 

it
 

constructed
 

a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ex
 

system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buffer
 

capacity,
 

self-

organization
 

abi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he
 

collectively
 

relocated
 

farmers
 

from
 

three
 

Bayu
 

new
 

residence
 

in
 

Yanbachang,
 

Bailongchang,
 

and
 

Pengjiashan.
 

The
 

farmers
 

wer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ypes:
 

planting
 

farmers,
 

breeding
 

farmers,
 

planting
 

and
 

breeding
 

farmers,
 

and
 

non-agricultural
 

farmers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of
 

planting
 

and
 

breeding
 

income
 

to
 

the
 

total
 

household
 

income.
 

And
 

then,
 

the
 

level
 

of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type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was
 

assessed,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fference
 

in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with
 

varying
 

livelihoods
 

were
 

identified
 

by
 

the
 

grey
 

relational
 

degree
 

and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
 

Then
 

it
 

explored
 

the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path
 

to
 

improve
 

the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1)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livelihood
 

resilience
 

among
 

different
 

farmers.
 

The
 

order
 

from
 

high
 

to
 

low
 

of
 

the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level
 

before
 

the
 

relocation
 

was
 

planting
 

farmers
 

(0.166),
 

non-agricultural
 

farmers
 

(0.161),
 

breeding
 

farmers
 

(0.139),
 

and
 

planting
 

and
 

breeding
 

farmers
 

(0.106),
 

while
 

the
 

order
 

of
 

the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level
 

after
 

relocation
 

was
 

planting
 

and
 

breeding
 

farmers
 

(0.376),
 

breeding
 

farmers
 

(0.365),
 

planting
 

farmers
 

(0.311),
 

non-agricultural
 

farmers
 

(0.265),
 

respectively.
 

2)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different
 

farmers
 

was
 

more
 

or
 

less
 

improved
 

after
 

relocation.
 

The
 

degree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improvement
 

in
 

descending
 

order
 

was
 

as
 

follows:
 

planting
 

and
 

breeding
 

farmers
 

(0.270),
 

breeding
 

farmers
 

(0.226),
 

planting
 

farmers
 

(0.145),
 

and
 

non-agricultural
 

farmers
 

(0.104).
 

3)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non-agricultural
 

farmers
 

was
 

affected
 

mainly
 

by
 

non-agri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family
 

communication
 

costs
 

and
 

financial
 

savings,
 

while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other
 

types
 

of
 

farmers
 

was
 

affected
 

mainly
 

by
 

agri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planting,
 

aquaculture
 

output
 

value
 

and
 

per
 

capital
 

dry
 

land
 

area.
 

Concentrated
 

living
 

di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silience
 

of
 

farmers’
 

livelihood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sources
 

of
 

livelihood
 

varied
 

greatly.
 

Thus,
 

the
 

follow-up
 

focus
 

should
 

be
 

on
 

improving
 

the
 

farmers’
 

education
 

level
 

and
 

increasing
 

the
 

livelihood
 

diversity
 

to
 

construct
 

the
 

path
 

of
 

farmers’
 

long-term
 

livelihood
 

security
 

by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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